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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分析企業在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通訊標準制定組織中，標準必要專

利與排他性專利之間的引用關係。焦點企業宣告標準必要專利並且基於

FRAND 來授權給其它企業，正是一個增加獲取價值的方式。然而，焦點企業

的標準必要專利的技術知識被其它企業所學習與模仿，就成為非預期性的知識

外溢。換言之，其它企業引用焦點企業的標準必要專利來申請獲取成為新型排

他型專利，就將限制了焦點企業持續獲取價值的空間。本研究則是發現標準必

要專利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以及創新能力，會讓焦點企業在申請新的排他型專

利時，增加對自家標準必要專利的自我引用。專利的自我引用是一種深化性學

習。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進一步說明了企業在選擇性揭露中進行深化性學習的原

因。 

關鍵詞：選擇性揭露、標準必要專利、排他性專利、深化性學習、標準制定組

織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i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SEPs) and proprietary patents of firm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The 

focal firm declare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licenses them to other firms based on 

FRAND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which is a means for value 

creation. However,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of th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f the 

focal firm is learned and imitated by other firms, which may become unexpecte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other words, other firms cit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f the 

focal firm to apply for new proprietary patents will limit the space for the focal firm to 

capture valu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value and timeliness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the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focal firm will increase the self-citation of 

proprietary patents from focal firm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Patent’s self-citation is 

keen on exploitative learning. Our analysis results further explain how firms conduct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selective revealing. 

Keywords: Selective Revealing,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Proprietary Patents, 

Exploitative Learning,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中山管理評論 
 

~5~ 

壹、緒論 

一般而言，專利可以防止企業的技術被其它競爭對手模仿，藉此來確保企

業的競爭優勢 (Arora, 1995; Somaya, 2003; Eisenmann et al., 2009; Somaya, 2012; 

Holgersson & Granstrand, 2017)。依據 Chesbrough (2003) 的開放式創新觀點，企

業可以從專利組合 (patent portfolio) 中挑選出專利來搭配商業模式，藉由技術

授權的方式來讓擁有新點子的外部組織使用與創造新的產品市場。然而，當企

業在進行專利授權的時候，往往就會揭露技術知識給授權客戶，而面臨客戶竊

取使用企業的技術知識所產生的風險。專利原本是用來保護企業本身的技術知

識，但是市場的不健全性反而讓企業在進行專利授權產生交易成本 (Teece, 1986, 

2006, 2018)。像這樣，專利讓企業面臨著兩難的課題，在開放式創新的研究領

域中稱之為「揭露悖論(disclosure paradox)」 (Dahlander & Gann, 2010)。這是一

種企業在進行專利授權的時候，可能會承受非預期性的知識外溢 (knowledge 

spillovers) 與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爭議，而失去對技術發展

的控制能力之兩難的局面 (Enkel et al., 2009; Almirall & Casadesus-Masanell, 

2010; Henkel et al., 2013)。過去開放式創新的研究大多探討的是，專利授權如何

有助於技術與知識的轉移，以及如何影響知識存取的開放性  (openness) 

(Hagedoorn & Zobel, 2015)。但是，我們對於企業如何解決專利本身所造成的知

識外溢則是尚未有充分的認知。基於此，本研究問題是，企業在標準制定組織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1 之中，為了要讓其它企業進行專利授權而宣告 

(declare) 標準必要專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以下簡稱 SEPs) 的時候，要

如何管理 SEPs 本身所發生非預期性的知識外溢。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在 3GPP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標準

制定組織之中，將自身的排他性專利 (proprietary patents) 宣告成為 SEPs 的企

業。企業宣告 SEPs 屬於開放式創新的研究範疇 (Dittrich & Duysters, 2007; 

Henkel et al., 2014)。所謂的 SEPs 的宣告是指，企業針對特定的技術規格書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David & Greenstein, 1990) 所需要的技術，從自身的排

他性專利 (proprietary patents) 的組合中挑選出適合的排他性專利，並且主張自

身具有該技術規格書的技術實施權利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rights) (Bekkers 

et al., 2002)2。技術規格書能夠創造產品間的互聯互通、相容性以及網絡效果，

                                                       
1 ANSI、IEEE、IETF、ITU 等皆是屬於標準制定組織。 
2 企業間往往因為 SEPs 而發生訴訟關係。2005 年起 Nokia 與 Qualcomm 之間發生多次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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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SEPs 代表的是使用特定技術規格書而不可欠缺的技術。企業宣告 SEPs 得以

控制技術與產品發展。因此，擁有多項專利的企業在標準制定組織中從事標準

化活動，往往可以排除其它競爭對手，並且享有較高的產品市場表現 (Bekkers et 

al., 2002)。通常，SEPs 的授權，可以帶來莫大授權金的收益。例如，1980 年代

末制定的第二代通訊標準 (GSM)，其標準至 2006 年皆適用於全世界的通訊產

品市場。企業在第二代通訊標準 (GSM) 的 SEPs，可以收取將近 15 年的權利金 

(Leiponen, 2008)。另外，企業基於公平、合理、無差別待遇的 FRAND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授權原則，讓其它企業得以使用企業宣告的

SEPs 來進行技術與產品開發。 

然而，專利本身會公開企業的技術成為明文化的知識 (De Rassenfosse et al., 

2016; Zobel et al., 2016)，SEPs 更是因為具有高度的商業與技術價值，而普遍成

為各家企業加以模仿與學習的對象 (Bekkers et al., 2023)。企業宣告 SEPs 伴隨

著知識外溢的情況發生，有可能降低企業在產品市場中的競爭優勢。He et al. 

(2006) 就指出在通訊產業中的第二代通訊標準的初期商業化階段，Nokia、

Ericsson 與 Samsung 大量引用 Motorola 的 SEPs 來申請成為新的專利。然而，

Motorola 沒有充分察覺到被引用 SEPs 的價值，且疏於使用 SEPs 的技術來申請

新的專利，其結果導致 Motorola 喪失了技術創新的主導權與產品市場的佔有

率。像這樣，企業除了需要策略性地將排他性專利宣告成為 SEPs 之外 (Toh & 

Miller, 2017)，企業更需要對 SEPs 在宣告之後所產生的知識外溢來加以進行組

織學習，才能持續申請新的專利來保有自身在價值獲取上的能力。SEPs 與排他

性專利皆是屬於企業的專利組合，而專利組合對於企業的表現有著明顯正向相

關  (Gassmann & Bader, 2006)。專利組合被視作為是企業的技術發展策略 

(Hargadon & Sutton, 2000; Ernst, 2002; Holgersson & Granstrand, 2017)，亦是可以

透過專利授權或者保有法律上的排他性權利來增加企業的價值獲取能力。 

如果基於開放式創新的組織學習 (Dahlander & Gann, 2010) 之觀點，那麼

企業學習其它企業使用自身 SEPs 之方式，可謂之為由外而內的創新 (inbound 

innovation) (Gassmann & Enkel, 2004)，本研究稱之為探索性學習 (explorative 

                                                                                                                                                
訟案件，雙方都僱用律師與學者來分析對方的 SEPs 的權利 (Goodman & Myers, 2005; 
Martin & Meyer, 2006)。2017 年 Qualcomm 控告 Apple 侵犯自家的 SEPs，但是同年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 則對Qualcomm的SEPs違反了FRAND
授權原則來加以提告 
(https://www.juve-patent.com/news-and-stories/cases/another-big-win-for-qualcomm-against-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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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另外一方面，企業對於自身的 SEPs 來加以學習，則是一種屬於內部

知識深化 (internal knowledge exploitation) (Brown & Eisenhardt, 1995)，本研究將

此稱之為深化性學習 (exploitative learning)，其有助於企業來產生新的排他性專

利。當焦點企業疏於對自身的 SEPs 來進行深化性學習，就有可能讓自身 SEPs

的技術知識被其它企業所使用且被申請成為新的排他性專利，此時就有可能阻

礙了焦點企業的專利組合而造成與技術策略發展上的不一致，降低了焦點企業

的表現 (Granstrand & Holgersson, 2014)。因此，從組織學習的觀點，就將有助

於我們進一步釐清企業「如何」對自身宣告的 SEPs 來進行深化性學習。本研究

並不否認探索性學習的必要性，但是企業往往重視外部資源而進行探索性學

習，卻忽略了對內部資源來進行深化性學習的重要性。本研究所稱之的深化性

學習並非單純地學習如何把內部技術或知識轉換或者轉移讓外部企業能夠加以

使用，而是企業對於策略性分享與公開的技術與知識本身來加以學習。 

本研究的第一個理論貢獻在於，我們補足開放式創新中對於知識外溢探討

不足之處。由於專利的知識外溢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情況  (Teece, 1986, 2006, 

2018)，企業的排他性專利在被宣告成為 SEPs 之後，就會更加成為其它企業所

學習的對象。過去研究認為企業透過選擇性揭露 (selective revealing) （也就是

放棄法律排他權），是可以藉此讓自身技術得以被其它企業使用，也就是提高價

值創造的能力。然而，本研究則是提出當揭露知識後，企業更應該加以持續進

行深化性學習來建構智慧財產權（也就是申請新的專利），藉此來提高價值獲取

的能力。換言之，企業在藉由選擇性揭露來創造價值的時候，亦是需要針對揭

露知識的價值性與時效性進行深化性學習才能提升價值獲取的能力。 

本研究的第二個理論貢獻是，過去研究大多強調，當企業的技術與知識被

其它企業所學習的時候，企業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Cohen & 

Levinthal, 1990)有助於探索外部企業如何使用自身技術與知識，並且將之導入至

企業內部。本研究則是提出企業在宣告 SEPs 之後，SEPs 的「價值性」與「時

效性」將成為企業進行深化性學習的主要原因。這意味著在開放式創新中的知

識管理 (Zahra & George, 2002; Lane et al., 2006;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是需要考慮知識本身的特質。也就是，當知識本身的價值性與時效性越

高的時候，企業會採用深化性學習。並且，企業的「創新能力」 (innovative 

capacity)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亦是有助於深化企業內部的知

識。在接下來的第貳章中，我們先回顧過去研究對於選擇性揭露的相關探討並

且提出本研究的假設。第參章則是描述本研究的分析對象與資料收集。第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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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伍章則是分別敘述本研究的分析方法與變數定義，以及分析結果。最後，

第陸章與第柒章則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理論貢獻、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課題。 

貳、文獻回顧 

一、開放式創新中的揭露悖論 

在開放式創新的研究領域中，揭露悖論是一個廣泛被討論的問題。例如，

企業在開放源軟體社群中貢獻自身的軟體程式是一種貢獻即是學習 (learning 

by contributing)，除了可以增加軟體開發的生產性與附加價值 (Nagle, 2018)，亦

可以促使形成企業間的協作性創造 (collective invention) (Harhoff et al., 2003; 

Henkel, 2004)。不過，企業並非會無條件地貢獻與分享自身軟體程式，企業從

事嵌入式開放源軟體 Linux 的相關軟體開發，會考量自身軟體的智慧財產權來

選擇性公開部分的軟體程式碼，對於較為重要的軟體程式碼則是採用保護政策

而不公開  (Henkel, 2006) 。因此，企業的軟體貢獻是具有著私利協作 

(private-collective) 的動機 (von Hippel & von Krogh, 2003)。然而，企業揭露自

身技術知識往往具有著風險，有可能會降低價值獲取的能力。企業揭露技術知

識可能會造成非預期性的知識外溢，而逐漸失去技術主導權 (Partha & David, 

1994; West, 2003)。West (2003) 指出企業若是沒有適當地選擇知識的開放程

度，就有可能失去價值獲取的能力。舉例而言，Sun Microsystems 於 1995 年開

放 JAVA 的軟體程式碼給第三方業者等外部合作夥伴，藉此期望加速外部合作

夥伴開發出電腦伺服器等相關的應用程式 (Henderson & Clark, 1990; Garud & 

Kumaraswamy, 1993; Sanchez, 1995; Schilling, 2000)。但是，Microsoft 修改了

JAVA 並且加入Windows 來進行販售，導致1997 年Sun Microsystems 對Microsoft

採取訴訟才得以重新掌控 JAVA 的技術發展之主導權。 

而這也說明著企業在揭露自身技術不僅是創造價值，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在

預防知識外溢下獲取價值。在開放式創新的領域中，價值獲取比起價值創造是

一個更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Chesbrough, 2003; Mortara & Minshall, 2011; West & 

Bogers, 2014; Wadhwa et al., 2017)。 

近年來，開放式創新的研究焦點逐漸轉向於企業的 SEPs。Henkel et al. (2014, 

p. 879) 指出企業對智慧財產權的選擇性揭露有助於企業進行標準化的制定，而

這樣的情況正是屬於企業從事開放式創新中需要一個完善的策略 (Dittrich & 

Duysters, 2007)。企業選擇自身的排他性專利來宣告成為 SEPs，是一種揭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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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知識的過程。這樣的揭露具有著兩種涵義。第一，SEPs 是透過 FRAND 授

權原則來讓其它企業得以使用企業的技術知識，因此揭露是有其目的性並且是

一個獲取價值的方式。第二，選擇性揭露會因為「公開知識」而產生更多獲取

價值的機會，但是亦會因為「知識外溢」而降低獲取價值的能力。如同 SEPs 的

宣告，專利文件記載著專利擁有者使用的技術方式，因此 SEPs 可能會產生非預

期性的知識外溢，揭露出企業的技術資訊而讓競爭對手從專利來學習與模仿

(Alexy et al., 2013)，其結果就是降低焦點企業獲取價值的程度。不過，當競爭

對手學習企業的專利並且申請成新專利的時候，企業亦可以對競爭對手的新專

利來加以學習。因此，有些研究認為企業的知識外溢並非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反而這樣的非預期性的知識外溢可以促使形成得以讓企業從中加以學習的場域 

(Yang et al., 2010; Yang & Steensma, 2014; Alnuaimi & George, 2016; Toh & Miller, 

2017)。Yang et al. (2010) 就指出，企業的知識外溢讓其它企業的知識可以與之

成為互補性關係，這時候將會成為一個外溢知識庫 (spillover knowledge pool)，

讓企業學習其它企業如何進行創新活動。當這樣的外溢知識庫的規模越大，以

及外溢知識庫與企業內部擁有原本知識的相似度越高，企業就越容易從外溢知

識庫來進行學習與獲取知識。不過，Alnuaimi & George (2016) 指出企業的技術

複雜度與組織耦合 (organizational coupling) 的程度越高，反而就越難以得知外

部企業如何使用企業的技術知識。Yang & Steensma (2014) 則是證明了外部環境

的不確定性與成長性，將會影響企業辨識外部企業如何使用企業的知識。 

綜合上述，我們知道開放式創新的研究對於揭露悖論有著三個基本想法。

第一，選擇性揭露得以促使形成企業間協作 (Raymond, 1999)，亦是可以強化策

略性合作或者形成真正的夥伴關係 (true partnerships) (Henkel et al., 2014)。因

此，選擇性揭露可以提高價值創造的空間。不過，企業應該預防選擇性揭露中

的知識外溢  (James et al., 2013)，才能在創新活動中提高價值獲取的能力 

(Baldwin & von Hippel, 2011; Ahuja et al., 2013; Alexy et al., 2013)。第二，企業對

自身揭露知識以獲取價值，這將有助於企業持續建構智慧財產權並且享有技術

發展的主導權。但是，當其它企業學習企業的專利知識並且申請成新的專利之

後，那麼企業就難以持續享有技術主導權。第三，當知識外溢是選擇性揭露之

中不可避免的現象，那麼企業就應該在揭露知識之後持續加以學習，才能確保

價值獲取的能力。因此，選擇性揭露的研究認為知識外溢並非都會產生負面的

影響，企業可以加以學習其它企業如何使用自身的專利知識，然而對於企業又

要如何對本身的既有技術採取深化性學習則是尚無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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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揭露後的深化性學習 

組織長期的成功取決於是否有能力去深化學習自身現有能力，同時探索學

習新的基礎性技能 (March, 1991; Levinthal & March, 1993)。探索性學習是超越

現有的產品市場知識，並且找尋與實驗新的可能性; 深化性學習則是指企業在當

前產品市場知識庫附近的學習活動，用於完善和擴展現有能力及技術 (March, 

1991; Katila & Ahuja, 2002; Atuahene-Gima & Murray, 2007)。這兩種學習的方式

是具有互斥與互補的邏輯 (Wei et al., 2014)。組織的資源稀少性與組織的慣性 

(Organizational Inertia) 會對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習之間產生互斥的邏輯思考 

(Lavie et al., 2010)。另外一方面，不同於互斥的思考邏輯，互補的邏輯思考是強

調企業需要同時追求探索性學習與深化性學習的最佳組合，也就是基於組織的

雙元性  (ambidexterity) 來實現卓越的創新績效  (Tushman & O’Reilly, 1996; 

Gibson & Birkinshaw, 2004; He & Wong, 2004; Yalcinkaya et al., 2007; 

Andriopoulos & Lewis, 2009; Cao et al., 2009)。不過，當我們把這兩種學習用來

說明企業在面對知識外溢的情況，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習就並非是單純的互

斥與互補的關係，企業反而應該思考如何在知識外溢發生的過程中，比其它企

業更有效率地來建構智慧財產權。關於此，以下我們用企業的專利組合來加以

說明。 

通常在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產業中，焦點企業提

高價值獲取能力需要配置一個良好的智慧財產權組合 (portfolio)，而這樣的組合

中包含著 SEPs 與排他性專利。例如，Qualcomm 的專利授權商業模式就是從自

家的排他性專利宣告成為 SEPs，藉此讓更多智慧型手機廠商使用 Qualcomm 的

通訊技術。同時間，Qualcomm 亦擁有大量的排他性專利來配合 SEPs 共同授權

給智慧型手機製造商 (Mock, 2005)。基本上，企業的排他性專利與企業宣告的

SEPs 之間具有較高的技術互補性特徵 (Toh & Miller, 2017)。因此，企業若是要

像 Qualcomm 那樣持續建構專利組合來提高價值獲取的程度，那麼就需要降低

自身宣告 SEPs 所產生的知識外溢對自身在進行專利組合方面的影響。這是因為

在 3GPP中自身宣告出來的SEPs都是屬於通訊系統的基本技術 (Bekkers & West, 

2009)，往往會成為其它企業學習的對象而被運用成為新的排他性專利 (Bekkers 

et al., 2023)。此時，企業在進行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習的目的性就會與知識外

溢的發生方式有所關聯，而並非單純地只是考量探索性學習或者深化性學習之

間存在何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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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圖 1 所示，焦點企業參與標準化活動會從既有的排他性專利組合中，

選擇與技術標準有關的專利並且宣告成為 SEPs。此時，焦點企業的排他性專利

組合與宣告的 SEPs，就會被外部企業的排他性專利所引用，而這就是焦點企業

在標準制定組織中所面臨到的知識外溢（圖 1 中的甲與乙）。專利之間的引用關

係 (citation relationship) 可以視作為企業間的知識流向 (Jaffe et al., 1993; Jaffe 

et al., 2002) 與知識轉移 (Sørensen & Stuart, 2000; Rosenkopf & Nerkar, 2001; 

Kim et al., 2012)。當圖 1 中的甲與乙的程度越高，就代表著焦點企業的技術知

識更多地被外部企業所學習與模仿，而成為外部企業的新排他性專利。此時，

焦點企業若是能夠提高深化性學習的程度，那麼依然能夠確保價值獲取的能

力。在一個知識外溢的環境中，焦點企業透過組織學習可以增加知識存量 

(stock)，也就是焦點企業應該要增加流入焦點企業的知識量與降低從焦點企業

流出的知識量 (Cassiman & Veugelers, 2002)3。 

 
 

 

 

 

 

 

圖 1、焦點企業從事標準化活動中的深化性學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焦點企業的 SEPs 的向後引用 (backward citation) 與向前引用 (forward citation)，分別是

其它企業的知識流入焦點企業，以及焦點企業的知識流出至其它企業。向後引用次數對

於企業的知識存量庫而言是一個正向產出，而向前引用次數是一個負向流失意味著企業

的知識存量庫外洩的情況，正向產出加上負向流失就等於企業的知識淨值 (Bekkers & 
Martinelli, 2012)。 

外部企業 

焦點企業 

排他性專利 

排他性專利組合 SEPs 排他性專利 

知識外溢(甲) 知識外溢(乙) 探索性學習 

揭露前深化性學習 

揭露後深化性學習 選擇性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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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專利引用可以分為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s) 與引用別人 (citing- 

others)，分別可以視作為焦點企業在技術開發過程中的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習 

(explorative learning) (Sørensen & Stuart, 2000; Rosenkopf & Nerkar, 2001; Kim et 

al., 2012)。在圖 1 中，深化性學習可以分成焦點企業對尚未宣告成為 SEPs 的排

他性專利（簡稱為揭露前深化性學習），以及對宣告成為 SEPs 來進行學習（簡

稱為揭露後深化性學習）。當知識外溢（圖 1 中的甲與乙）的程度越高，就代表

著其它企業使用焦點企業的技術知識，並且申請成為排他性專利的數目越多。

此時，焦點企業使用自家 SEPs 的技術來開發新技術並申請獲取新專利，就更加

需要避開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利的限制。像這樣，知識外溢將會限制焦點企業

進行價值獲取的空間，亦有可能會導致焦點企業無法持續享有技術開發的主導

權，進而影響到焦點企業持續獲取價值的能力。相反地，若是焦點企業能夠更

加有效地使用自家 SEPs 的技術，並且比其它企業更快地申請成為排他性專利的

話，那麼就可以持續享有技術開發的主導權，藉此來持續享有獲取價值的空間。 

企業將排他性專利宣告成為 SEPs 可以收取授權金 (Bekkers & West, 2009; 

Bekkers & Martinelli, 2012)。SEPs 亦是反映出焦點企業在產品市場中的權力

(market power) (Bekkers et al., 2002)，以及具有影響產品的技術發展軌跡 

(Bekkers & Martinelli, 2012)。因此，往往 SEPs 會比排他性專利擁有更高的價值

性。一般而言，SEPs 被其它排他性專利所引用的程度，比起一般排他性專利的

被引用程度更高 (Bekkers et al., 2011; Layne-Farrar, 2011; Bekkers et al., 2023)，

這也顯示出圖 1 中的知識外溢（乙）的程度將會大於知識外溢（甲）的程度。

Rysman & Simcoe (2008) 分析了 ANSI、IEEE、IETF、ITU 的四個標準制定組織

中的 724 筆 SEPs，發現到這些 SEPs 在宣告之前的被引用次數是排他性專利的 2

倍，而宣告之後的被引用次數更是增加了 19%至 47%。由此可知，焦點企業的

SEPs 被引用程度越高的時候，就代表著該 SEPs 的技術性價值越大。因此，焦

點企業理當應該對該 SEPs 來進行深化性學習，也就是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之時

會對 SEPs 來進行自我引用。基於 SEPs 的價值性，本研究提出第一個假設。 

 

假設一： 

當焦點企業揭露知識的價值越高（亦即 SEPs 的被引用次數），越會進行深

化性學習（亦即新的排他性專利對 SEPs 的自我引用）。 

企業在標準制定組織之中會依據自家的技術發展策略與產品市場認知來影

響技術規格的制定 (Leiponen, 2008; Farrell & Simcoe, 2012)，並且和產品客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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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進行新產品的開發來追求快速上市的利益  (Funk & Methe, 2001; Funk, 

2002)。然而，標準制定組織並非是基於正式合約，而是透過企業間的溝通與協

調來達成共識與制定決策的一個後設組織 (meta-organization)，亦稱之為組織的

組織 (organization of organization) (Ahrne et al., 2002; Ahuja & Brunsson, 2005; 

Gulati et al., 2012)，企業在後設組織中要參與會議才能獲取標準制定行程與技術

性資料。因此，企業派遣參與標準制定組織的工程師或者法務負責人，就會扮

演著在標準制定組織中搜集技術資訊，並且將標準制定組織的相關資訊帶回至

企業內部來進行新技術開發的準備與管理 (Smith & Tushman, 2005)。 

根據 Kang & Motohashi (2015) 的研究指出，企業會先訂定在參與標準制定

會議的時候，需要進行哪方面的技術性提案或討論等商議策略。接著，企業在

參與標準制定會議的時候，便會與多數企業針對技術規格書的新增或修改來進

行協商與討論。最後，企業在參與標準制定會議之後，就會在企業內部針對尚

未釐清的技術問題或者時程規劃等進行討論。像這樣，企業的工程師或者法務

負責人有助於讓企業得以從外部企業獲取資訊，並且同時分享自身的資訊給外

部企業。企業的工程師與法務負責人參與會議所搜集的資訊，讓企業進行更即

時的智慧財產權的管理。具體而言，在標準制定尚未開始之前，企業便會規劃

要從排他性專利組合中宣告哪些 SEPs (Bekkers, 2001)，而在標準制定過程中，

標準制定組織便會公開通知企業需要開始宣告 SEPs (Lemley, 2002)。企業的工程

師與法務負責人亦會在會議之中來收集其它企業的技術資訊，並且開始進行申

請新專利 (Kang & Bekkers, 2013; Kang & Motohashi, 2015)。這意味著各家企業

會針對宣告出來的 SEPs 來加以學習，並且及早進行新技術開發和申請新的排他

性專利。相反地，若是企業在 SEPs 的宣告後經過時間越長，則在申請新的排他

性專利並且學習 SEPs 的程度可能會就會變低。基於 SEPs 的時效性，本研究提

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二： 

當焦點企業揭露知識的時效性越低（亦即 SEPs 的宣告後經過時間越長），

就越不會進行深化性學習（亦即新的排他性專利對 SEPs 的自我引用）。 

根據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對於開放式創新中組織學習的定

義，企業的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Cohen & Levinthal, 1990) 有助於探索

外部企業如何使用自身技術與知識，並且將之導入至企業內部；企業的「創新

能力」 (innovative capacity) 則是一種助於深化企業內部的知識來創造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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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過去研究指出當技術體系是由許多不同的知識要素所構成，而知識要素

之間具有相互依存性 (Fleming, 2001; Fleming & Sorenson, 2001; Sorenson et al., 

2006) 與互補性 (Jacobides et al., 2006; Jacobides et al., 2018) 的時候，企業擁有

對於技術體系中不同知識的重組能力，就可以延續自身技術開發的主導權。企

業持續進行研究與開發亦可強化創新能力，也就是一種轉換與深化企業既有的

知識體系 (Zahra & George, 2002)，藉此來讓企業重新定義、延伸與活用既有知

識，或者是整合與轉換既有知識到新的知識體系。 

焦點企業的創新能力有助於將 SEPs 的技術知識與排他性專利之技術知識

加以組合。因此，焦點企業擁有較高的創新能力，就越可以對宣告的 SEPs 來進

行深化性學習。過去研究使用研究開發的費用支出 (Cohen & Levinthal, 1990; 

Mowery et al., 1996; Tsai, 2001)、研發部門的全職員工數量  (Cassiman & 

Veugelers, 2002; Escribano et al., 2009)，以及企業擁有專利的數量 (Mowery et al., 

1996; De Carolis, 2003) 來作為吸收能力的代理變數。本研究認為研究開發亦是

代表企業的經驗與生產性 (Balasubramanian & Lieberman, 2010)，除了加深企業

中的組織與個人對既有的知識體系的重組能力，亦是可以加強對於既有知識的

延伸與發展。因此，當焦點企業進行研究與開發的程度越高，焦點企業就更可

以將對宣告的 SEPs 來進行深化性學習。基於企業的創新能力，本研究提出第三

個假設。 

 

假設三： 

當焦點企業的創新能力越高（亦即研究與開發的程度越高），就越會進行深

化性學習（亦即新的排他性專利對 SEPs 的自我引用）。 

參、分析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分析企業在參與 3GPP 的標準制定組織的時候，企業的 SEPs 與排他

性專利之間的引用關係，以作為企業進行深化性學習依據。1982 年起，歐洲郵

政和電信管理局 (CEPT) 參考了北歐移動電話 (NMT) 在電信標準化方面的成

功經驗，並且結合以歐洲電信業者與設備廠商為主的企業，共同來訂定 2G GSM

行動電話系統的技術規格。1989 年起，標準化工作移交給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1998 年 3GPP 成立之

後，企業便在這樣的後設組織中進行維護 ETSI 的 2G GSM，以及陸陸續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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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UMTS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4G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以及第五世代通訊技術的技術規格。目前 3GPP 的組織成員包含歐洲

的 ETSI、日本的 ARIB 和 TTC、中國的 CCSA、韓國的 TTA、北美洲的 ATIS

和印度的 TSDSI 等區域夥伴組織。 

通訊系統是一個包含核心網路 (core network)、基地台 (base station)、行動

電話  (mobile phone) 以及其它一些硬體與軟體的複雜產品系統  (Complex 

Product Systems，CoPs) (Davies, 1996; Davies, 1999; Davies & Brady, 2000; 

Hobday, 2001)。企業在標準制定組織中需要解決技術性問題 (Goldsmith, 2005)，

並且藉由標準的制定來提高通訊系統的互聯互通性與網絡效應  (network 

effects) (Katz & Shapiro, 1985; Farrell & Saloner, 1986; Arthur, 1989; Garud & 

Kumaraswamy, 1993; Shapiro & Varian, 1999)。根據 3GPP TR 21.900 V14.0.0 技術

報告 (Technical Report) (3GPP, 2017)，企業在 3GPP 標準制定組織的技術開發是

採用協同合作的方式，彼此分享技術知識同時也各自開發技術。如果一家企業

想要制定一個技術標準，必須要在計畫協調組 (Project Coordination Group，PCG) 

之下的技術規格組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TSG)4 提出技術提案，並且

得到 4 家企業的同意 (Leiponen, 2008)。接著，企業需要將這個技術提案分割成

工作項目 (work items) 或者工作任務 (work tasks)，而該企業就可以和隸屬於技

術規格組工作團隊 (Working Group，WG)的企業進行協同合作來制定技術標

準，並且技術規格書來宣告 SEPs。 

本研究從 ETSI 網站5下載了參與標準制定活動共 106 家企業的 SEPs。Berger 

et al. (2012) 與 Bekkers et al. (2023) 的研究也是採用 ETSI 網站的 SEPs 資料，

                                                       
4 計畫協調組的主要成員是各國政府或者國家機構，而技術規格組的參與成員是來自於

不同企業或者研究單位; 技術協調組主要是訂定計畫與協調不同技術規格組之間的工

作內容，技術規格組則是進行技術需求書 (Technical Report) 與技術規格書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的制定。技術規格組共分為 TSG RAN (Radio Access Network)、TSG SA 
(System Architecture)、TSG CT (Core Network & Terminal) 三大組，而每一個技術規格

組再依據技術種類而細分不同的工作團隊 (WG)。例如，TSG SA 包含了 SA1 (Services)
、SA2 (Architecture)、SA3 (Security)、SA4 (Codec)、SA5 (O&M, Charging)。通常，SA1
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定義通訊系統需要的功能與服務，也是標準化制定的第一階段，訂

定出通訊系統需要的描述與需求 (stage 1 descriptions and requirements)，然後再將此描

述與需求以及結構與實施方式等考量交付給 SA2。SA2 需要制定通訊系統中更為具體

的功能特徵 (features)，並且將這些功能特徵依照結構性決策 (architectural decisions)
來區分成不同的構件 (building blocks)，然後把這些構建交付給相關的技術規格組來進

一步討論技術發展的可行性與發展時程等規劃，而這也是屬於第二階段的過程 (stage 
2 technical realization)。 

5 https://portal.etsi.org/ngppapp/DarePortlet.html?tbid=&Sub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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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資料是具有可靠性。由於美國和歐洲通訊產業的市場規模從 1990 年代中期

開始有著快速成長的趨勢，因此我們只選取在美國專利局 (USPTO) 與歐洲專

利局 (EPO) 申請註冊的 11,770 筆 SEPs（10,358 筆美國專利與 1,412 歐洲專利）

來做為分析。這些 SEPs 在 3GPP 中的宣告日期是從 1990 年 4 月 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本研究依據 Bekkers & West (2009) 對於參與 3GPP 標準制定組織的

企業型態之定義，挑選出 Nokia、Ericsson 與 Motorola 既有供應商 (establisher 

supplier)； Samsung、LG、Apple、Huawei、Panasonic、RIM、NEC、Sharp、

HTC、Sony、ZTE、Nortel network 與 Fujitsu 新興企業 (new entrant) ; NTT 

DoCoMo 電信業者 (network operator)；Intel、Qualcomm 與 TI 半導體晶片廠商 

(semiconductor chipset supplier)；Interdigital 技術開發與授權企業 (technology 

developing and licensing firm)6，來作為分析對象。 

另外，過去研究指出在標準制定組織中，零組件廠商亦扮演了技術標準制

定的重要角色  (von Burg & Kenney, 2000; von Burg, 2001)，因此我們加上

Infineon 與 MediaTek 半導體晶片廠商，最後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共有 23 家企業。

另外，我們從歐洲專利局 EPO 下載了上述 23 家企業排他性專利，其公告日期

從 1987 至 2016 年共有 48,730 筆。接著，我們基於 48,730 筆的排他性專利的向

後引用資料來與 11,770 筆 SEPs 進行連結，得到共有 116,286 筆排他性專利的向

後引用關係。我們將排除 2015 及 2016 年宣告之 SEPs 及其向後引用關係來解決

資料的右切問題 (right truncated data)，最後得到 44,517 筆排他性專利對於

10,249 筆 SEPs 共 103,866 筆的向後引用數量來作為本研究的分析樣本。 

肆、分析方法與變數定義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是兼具截面性與時間性的面板數據 (panel data) (panel 

data) (Hsiao, 2007)。我們採用排他性專利公告年 (proprietary patent-publication 

year)，以及企業年 (firms-year) 的方式來建立統計模型與驗證假設。排他性專

利公告年的模型是用以檢驗每年公告出來的排他性專利，對於引用企業自家的

SEPs 之狀況。企業年的模型則是檢驗各家企業在每年公告出來所有的排他性專

利，對於引用企業自家的 SEPs 之情況。在排他性專利公告年的模型中，我們先

                                                       
6 在 Bekkers & West (2009) 的企業型態分類中還有 Sun Microsystems、Canon 等相關技

術開發企業 (adjacent technology developer)，以及台灣工研院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韓國電子通信研究所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ETRI) 等其它相關研究機構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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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排他性專利的所有引用次數（包含引用自家與引用別家企業的 SEPs 的狀

況），也就是 103,866 筆的引用資料來當作分析樣本；而在企業年的模型中則是

使用 23,573 筆排他性專利的自我引用資料（排除引用別家企業的 SEPs 的狀況）

來計算出以企業年作為單位的 415 個分析樣本。我們認為從排他性專利的角度

來觀察自我引用是具有重視既有技術的意涵 (Hall et al., 2005)，也符合企業在宣

告 SEPs 之後如何進行深化性學習的研究問題。 

我們將排他性專利引用企業自家的 SEPs 稱之為「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來作為企業在知識揭露後的深化性學習之代理變

數，也是作為本研究的依變數。在排他性專利公告年的模型中，SOS 是一個非

負整數 (nonnegative integer values)，0 代表排他性專利沒有對企業自家 SEPs 來

進行自我引用，而 1 則代表排他性專利有對企業自家的 SEPs 來進行自我引用，

因此我們採用羅吉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與累積常態分配迴歸  (Probit 

regression) 分別來驗證本研究的三個假設。羅吉斯迴歸以及多元概率比迴歸是

用來分析二元目標變數與解釋變數之間的關係，這兩種均是透過非線性的函數

來估算目標函數。其中羅吉斯迴歸是使用 logit 函數，而累積常態分配迴歸是使

用常態分佈的累積函數。另外，在企業年的模型中，SOS 屬於非負整數 

(nonnegative integer values) 的卜瓦松 (Poisson) 或者負二項 (negative binomial 

specification) 的分佈。在卜瓦松分佈中，平均值 (mean) 與變異數 (variance) 均

為。然而，在我們的數據中，依變數「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有過度散布 (overdispersion) 的情況，也就是變異數大於平均值，

因此我們依此條件使用負二項式迴歸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來驗證本研

究的三個假設。 

還有，本研究的模型存在著對企業本身產生無法觀察的異質性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進而會擾亂模型估計中的誤差項 (error terms)。這種情況特別容

易出現在分析當期企業的行為，是否會受到過去企業經驗累積所影響的模型估

計。當觀察時間較短的情況下，我們就無法真正假定企業的行為具有一致性不

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這時候就容易發生無法觀察的異質性所導致的估計誤差。

不過，無法觀察的異質性與模型規格  (model specification)有關  (Petersen & 

Koput, 1991)，如果模型規格有清楚定義的話，那麼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本研

究只選了 23 家企業來作為樣本，對此我們採用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s) 來假定

企業的行為具有一致性。由於本研究的分析時間橫跨約 30 年，因此就較為容易

避開固定效果因為觀察時間過短所產生的偏差問題 (Hsiao, 1986; Chintagunta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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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1)。在企業年的分析模型中，我們採用 SEPs 的累積數量前四名的

Qualcomm、Ericsson、Interdigital 與 LG，再加上其它企業的虛擬變數來確認是

否會對模型估計產生影響。 

具體而言，我們把 Qualcomm 在 2005 年之前當作虛擬變數的參考組，而以

Qualcomm_Post2005、Ericsson、Interdigital、LG 以及其它企業當作虛擬變數的

對照組，藉此來比較各家企業在 2005 年之前與之後的期間，對於自身 SEPs 的

技術知識之學習是否有明顯變化。我們推測相較於 2005 年之前的 Qualcomm，

各家企業對於自身 SEPs 的技術知識之學習有著較低的情況。自從 2000 年開始，

3GPP 完成了 3G WCDMA 技術標準化，世界各國通訊運營商開始導入 3G 

WCDMA 技術。此時，專長於 CDMA 技術的 Qualcomm，也在 3GPP 中大量宣

告有關於 3G WCDMA 技術的 SEPs。其結果，許多大型企業紛紛對於 Qualcomm

的 SEPs 提出質疑，並且認為 Qualcomm 的 SEPs 將會壓縮自身在通訊產業中獲

利的空間，而紛紛採用訴訟的方式來抵抗 Qualcomm。例如，直至 2005 年為止，

Nokia 與 Qualcomm 對於雙方 SEPs 在宣告方面皆各有不同的見解以及爭議 

(Goodman & Myers, 2005; Martin & Meyer, 2006)。當 Qualcomm 在 SEPs 成為大

家爭議的焦點之時，我們認為這將有可能讓 Qualcomm 更加重視自身 SEPs 的技

術知識，進而在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之時，對於自家的 SEPs 來加以進行大量的

自我引用。其結果，相較於 Qualcomm 在 2005 年之前的自我引用情況，

Qualcomm_Post2005、Ericsson、Interdigital、LG 以及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利對

於 SEPs 的自我引用，就可預測就會呈現較少的情況。 

接著，我們計算出焦點企業的 SEPs 在宣告當年期間、宣告當年加次一年、

宣告當年加次二年，共三個期間內 SEPs 被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利所引用的累積

次數。同時，為了削減極端值的影響，我們將原數加上 1 並取對數，藉此代表

假設一中的自變數，我們稱之為「SEPs 的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

SEC)」。儘管專利的被引用（向前引用）作為分析對象是有一些限制的，但是依

然有研究還是把專利的被引用次數來作為衡量發明的有效性  (validity of 

invention) (Hall et al., 2005)、發明的價值或者實用性 (value or utility of invention) 

(Trajtenberg, 1990)以及發明的有益性 (usefulness of invention) (Yayavaram & 

Ahuja, 2008)。在基於專利引用代表可以預測價值的情況下 (Harhoff et al., 1999; 

Hall et al., 2001)，我們推測 SEPs 的被引用次數越多 (SEC)，代表焦點企業的

SEPs 被其它企業所認同的價值越高，其結果排他性專利對於該 SEPs 進行自我

引用的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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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將 SEPs 在宣告出來後經過的時間，稱之為「SEPs 宣告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ETS)」，以作為假設二的自變數。我們先計

算在 SEPs 宣告年中的所有 SEPs 被其它企業排他性專利所進行向後引用的平均

時間 (A)，再計算每一筆其它企業排他性專利引用此 SEPs 的時間 (B)，然後(B)

減去(A)來作為 SEPs 宣告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ETS)。這

是採用平減化 (data centering) 來控制 SEPs 宣告年本身所帶來的差異性，最後

再加上 15 使得所有 SEPs 宣告後的時間 (ETS) 都大於或等於 0。我們認為 SEPs

宣告後的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ETS) 越短，代表焦點企業對

此 SEPs 來進行向後引用的機率就越高。還有，我們使用企業在 SEPs 宣告年前

一年所花費的「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再將之取對數來作為假設三

的自變數。除此之外，我們亦用 SEPs 宣告年前一年的「排他性專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再消除極端值、將原有數量加上 1 取對數來

作為驗證假設三的另外一個自變數。我們推測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 

與排他性專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 越大與越多，其焦點企業

的排他性專利對於 SEPs 進行自我引用的程度也就越高。 

最後，我們認為有些情況會影響企業對於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OS) 的

程度而需要加以控制。首先，SEPs 在宣告的前後有可能擁有不同程度的價值性

與時效性，以至於產生不同程度的深化性學習之效果。換言之，當 SEPs 在宣告

之後擁有較高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企業理當更會進行深化性學習。關於此，我

們基於引用關係中 SEPs 的宣告年 (declaration year) 與排他性專利的公告年 

(publication year) 之間的先後順序來加以判別。我們將企業排他性專利對 SEPs

在宣告「之前」的自我引用設定為 0，也就是圖 2 中的(a)的情況；並且把排他

性專利對 SEPs 在宣告「之後」的自我引用設定為 1，也就是圖 2 中的(b)的情況，

藉此來作為本研究的第一個控制變數「SEPs 學習 (learning of SEPs，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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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企業對於宣告 SEPs 的經驗亦會影響到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OS) 的程度。我們計算每一筆 SEPs 宣告年之前一年為止，該企業宣告 SEPs

的累積數目。我們參照 Hall et al. (2005) 所指出知識與經驗會隨著時間而喪失，

並且使用餘額遞減公式以及 15%的折舊率來計算 SEPs 帶給企業的經驗純量，同

時為了消除極端值帶來的影響，我們將原有數值加上 1 並取對數來加以計算，

以作為本研究的第二個控制變數，並稱之為「SEPs 累積數目 (cumulated number 

of SEPs，CNS)」。另外，由於企業的閒置資源(slack resources)可以增加搜尋與提

升創新表現 (Nohria & Gulati, 1996)，我們參照 Yang et al. (2010) 來控制閒置資

源，把 SEPs 宣告年的前一年之流動資產 (current assets) 除以流動負債 (current 

liabilities)，並且將之取對數來作為第三個控制變數，也就是「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CUR)」。除此之外，為了控制無法觀察異質性會影響專利間的引用關係 

(Hoetker & Agarwal, 2007)，我們計算 SEPs 的宣告年與排他性專利的向後引用申

請年之間的平均差異時間，並將之取對數，也就是「引用延遲 (citation lag，CIL)」 

(Alnuaimi & George, 2016)。最後，我們對排他性專利的申請年來加以控制，並

以虛擬變數來加以表示。表 1 是本研究的所有變數的計算方式。 

 
 

排他性專利 X 
SEPs 

(排他性專利 X) 

(a) 

排他性專利 Y

排他性專利 X 
的向後引用 

宣告 

圖 2、SEPs 宣告前後的被引用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b) 

排他性專利 X SEPs
(排他性專利 X) 排他性專利 Y 

宣告 排他性專利 Y
的向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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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研究的變數計算方式 

變數名稱 變數衡量 

依變數 : SEPs 宣告後自我引

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排他性專利對 SEPs 進行自我引用為 1，反之為

0。 

假設一的自變數：SEPs 的被

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 

SEC_T0 = Log (宣告當年被他人引用次數+1) 

SEC_T1 = Log (宣告當年至隔年被他人引用次

數+1)                               

SEC_T2 = Log (宣告當年至隔兩年被他人引用

次數+1) 

假設二的自變數：SEPs 宣告

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ETS) 

ETS = (該筆專利引用時間-SEPs 宣告時間) –  

(該年宣告之 SEPs 平均被引用時間) + 15 

假設三的自變數：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 

RDE = Log (SEPs 宣告年前一年的研發費用+1) 

假設三的自變數：排他性專 

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 

PPN = Log (SEPs 宣告年前一年的排他性專利

數目+1) 

虛擬變數：SEPs 學習 

(learning of SEPs，LOS) 

將排他性專利對 SEPs 在宣告之前的向後引用

設定為 0，反之為 1。 

控制變數：SEPs 累積數目 

(cumulated number of SEPs，

CNS) 

CNS = Log (累積 SEPs 數目折舊+1) 

控制變數：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CUR) 

CUR = 前一年流動資產 / 前一年流動負債 

控制變數：引用延遲 (citation 

lag，CIL) 

CIL = Log (該引用向後引用時間 - 該引用之

SEPs 平均向後引用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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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敘述性統計 

Variable 

Proprietary Patent-Publication 

Year (n=103,866) 
Mean SD Min Max 

(1)SEPs宣告後自我引用(SOS) 0.230 0.419 0.000 1.000 

(2)SEPs 被引用次數(SEC)T01 0.454 0.41 0.000 1.653213 

(3)SEPs 被引用次數(SEC)T11 0.713 0.47 0.000 2.09691 

(4)SEPs 被引用次數(SEC)T21 0.88 0.50 0.000 2.374748 

(5)SEPs 宣告後時間(ETS) 7.545 7.577 0.000 27.076 

(6)研發費用(RDE)1 0.741 0.049 -0.013 0.826 

(7)排他性專利數目(PPN)1  2.173 0.665 0.000 3.018 

(8)SEPs 學習(LOS) 0.660 0.475 0.000 1.000 

(9)SEPs 累積數目(CNS)1 2.209 0.776 0.000 2.980 

(10)流動比率(CUR)1 0.386 0.256 -0.261 1.766 

(11)引用延遲(CIL)1 0.437 0.289 0.000 1.169 

Firm-Year (n=415)     

(1)SEPs宣告後自我引用(SOS) 59.670 125.931 0.000 880.000 

(2)SEPs 被引用次數(SEC)T01 0.534 0.799 0.000 2.892 

(3)SEPs 被引用次數(SEC)T11 0.657 0.951 0.000 3.287 

(4)SEPs 被引用次數(SEC)T21 0.723 1.036 0.000 3.487 

(5)SEPs 宣告後時間(ETS)1 1.664 1.586 0.000 4.483 

(6)研發費用(RDE)1 0.691 0.110 0.000 0.779 

(7)排他性專利數目(PPN)1  1.429 0.826 0.000 2.973 

(8)SEPs 學習(LOS)1 1.098 1.130 0.000 3.355 

(9)SEPs 累積數目(CNS)1 1.015 1.038 0.000 2.980 

(10)流動比率(CUR)1 0.335 0.128 -0.106 0.768 

(11)引用延遲(CIL)1 0.365 0.223 0.000 1.071 

*p<.05；**p<.01；***p<.001。1 取對數之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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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變數之間的皮爾森相關 

Variable   

Proprietary Patent-Publication 

Yea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SOS) 1           

(2)SEPs 被引用次數(SEC)T01 .101** 1          

(3)SEPs 被引用次數(SEC)T11 .098** .905** 1         

(4)SEPs 被引用次數(SEC)T21 .093** .847** .950** 1        

(5)SEPs 宣告後時間(ETS) -.536** -.171** -.107** -.046** 1       

(6)研發費用(RDE)1 -.023** -.130** -.114** -.094** .208** 1      

(7)排他性專利數目(PPN)1  .066** .115** .125** .102** -.100** .029** 1     

(8)SEPs 學習(LOS) -.012** -.117** -.022** .058** .722** .234** -.072** 1    

(9)SEPs 累積數目(CNS)1 -.039** -.103** -.063** -.023** .398** .413** .127** .506** 1   

(10)流動比率(CUR)1  .080** .147** .151** .146** -.061** -.026** .049** -.022** -.029** 1  

(11)引用延遲(CIL)1 .106** .077** .058** .046** -.186** .079** .072** -.126** 0.005 .206** 1 

Firms-Yea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SOS) 1           

(2)SEPs 被引用次數(SEC)T01 .458** 1          

(3)SEPs 被引用次數(SEC)T11 .439** .994** 1         

(4)SEPs 被引用次數(SEC)T21 .431** .990** .998** 1        

(5)SEPs 宣告後時間(ETS)1 .502** .539** .545** .542** 1       

(6)研發費用(RDE)1 .195** .287** .292** .292** .451** 1      

(7)排他性專利數目(PPN)1  .439** .433** .437** .430** .594** .484** 1     

(8)SEPs 學習(LOS)1 .569** .553** .556** .553** .787** .426** .600** 1    

(9)SEPs 累積數目(CNS)1 .516** .541** .548** .548** .763** .427** .597** .768** 1   

(10)流動比率(CUR)1  .275** .166** .165** .166** .160** .415** .234** .172** .157** 1  

(11)引用延遲(CIL)1  .206** .482** .502** .514** .291** .408** .328** .272** .269** .279** 1 

*p<.05；**p<.01；***p<.001。1取對數之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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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分析結果 

表 2 是本研究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表 3 是變數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首先，在我們的分析模型中，SEPs 在宣告當年期間、宣

告當年加次一年、宣告當年加次二年，三個期間內 SEPs 被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

利所引用的累積次數，分別以 SEPs 被引用次數 (SEC)T0、SEPs 被引用次數 

(SEC)T1、SEPs 被引用次數 (SEC)T2 來加以表示。由於我們採用累積方式來計

算，因此在表 3 的排他性專利公告年以及企業年中，這三個變數之間具有高度

相關（相關係數皆大於 0.7，p- value 小於 0.01 有顯著性）。為了避免產生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我們分別對這三個變數來進行統計分析。接著，表 4

是以排他性專利的自我引用與引用別家企業的 SEPs 來作為分析樣本，並且基於

排他性專利公告年進行 Logistic 與 Probit 迴歸分析，主要是用來檢驗本研究三個

假設中自變數對於依變數: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的

影響。 

首先，表 4 中的 Model 1、Model 2 與 Model 3 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及

Model 4、Model 5 與 Model 6 的 Probit 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SEPs 學習 (learning 

of SEPs，LOS) 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

的正向影響，而這樣的關係符合我們的研究設定。這說明了焦點企業的自我引

用會因為 SEPs 在「宣告之後」而有所增加。我們發現在 44,517 筆排他性專利

的 103,866 筆的向後引用次數中共有 23,573 筆自我引用，也就是每一筆排他性

專利約有五分之一的機率會進行自我引用，而約有五分之四的機率會引用其它

企業的 SEPs。這樣的情況讓我們認定標準制定組織正是一個開放性創新的環

境，焦點企業得以從外部的其它企業來獲取相關的知識。不過，相反地，這也

說明了焦點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宣告的 SEPs 也會成為其它企業的學習對象。 

表 4 中的宣告 SEPs 經驗的 SEPs 累積數目 (cumulated number of SEPs，

CNS)、企業的閒置資源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CUR) 以及控制無法觀察異

質性的引用延遲 (citation lag，CIL) 皆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不過，就如同本研究的假設一所述，企業

需要辨識自身所宣告 SEPs 的價值來加以學習。因此，當宣告 SEPs 的被引用次

數越多的時候，企業就有可能會進行更多的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關於此，我們亦可以發現表 4 中的 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 T0、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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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2，皆對 SEPs 宣告後自我

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我們亦分別重新計算

當年份（非累積）的 SEPs 被引用次數來進行模型的敏感度測試 (sensitivity 

test)，其整體模型結果並無改變，這也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一的推測（參照附錄

的表 A）。這樣的分析結果，讓我們更進一步可以推論當焦點企業擁有辨識能力

來判斷揭露知識的價值，這就會促使焦點企業更積極地來進行知識揭露後的深

化性學習。 

接著，表 4 中的 Model 1、Model 2 與 Model 3 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及

Model 4、Model 5 與 Model 6 的 Probit 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SEPs 宣告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 ， ETS) 對於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負向影響，這意味著當 SEPs 宣告後

經過的時間越久，企業進行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的可能性就越低。這樣的分析

結果符合本研究的假設二的推測，也就是 SEPs 的價值具有時效性，這將讓 SEPs

隨著時間而逐漸下降。換言之，焦點企業對於如何快速活用 SEPs 的技術並且延

續成為新的技術開發就會變得非常重要。最後，表 4 中的 Model 1、Model 2 與

Model 3 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及 Model 4、Model 5 與 Model 6 的 Probit 回歸

分析的結果顯示，企業的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 與排他性專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 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

SOS) 皆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基於此，本研究的假設三得以驗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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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採用企業年的模型，並且只採用自我引用的資料以負二項迴

歸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來驗證本研究的三個假設。另外，我們加入

Qualcomm、Ericsson、Interdigital、LG 與其它企業的虛擬變數，並且以 Qualcomm

在 2005 年之前作為參考組。其理由是 Qualcomm 從 2000 年起便開始積極地在

3GPP 中宣告 SEPs。從我們的資料中得知，Qualcomm 宣告的 SEPs 數目是 Nokia

宣告的 SEPs 數目的 1.51 倍，因此 Qualcomm 宣告越多的 SEPs，就越容易發生

知識外溢（亦即被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利所引用），而 Qualcomm 理當進行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的程度也會越高。關於此，我們可以從表 5 中知道，被引用數

目第一名至第八名多是於 2001 年 Qualcomm 所宣告出來的 SEPs。第九名與第十

名分別是 Interdigital 與 Nokia 於 2013 年與 2009 年宣告出來的 SEPs。我們可以

觀察到在表 6 的 Model 7、Model 8 與 Model 9 中，Qualcomm_Post2005、Ericsson、

Interdigital、LG 與其它企業，相較於 Qualcomm 在 2005 年前進行 SEPs 宣告後

自我引用的程度皆有明顯低下的情況。另外，在 Model 10、Model 11 與 Model 12

中，Ericsson 比起 Qualcomm 在 2005 年前進行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有著明顯低

下的情況。這樣的情況與 He et al. (2006) 的研究有著雷同的發現，也就是在標

準制定組織中企業進行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的程度會隨著時間而降低。我們認

為這也意味著焦點企業的 SEPs 大量地被其它企業的排他性專利引用的情況之

下，更需要注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就是知識揭露後的深化性學習。 

表 5、被引用數目前十大的 SEPs 

排

名 
SEPs 的 
專利號碼 

被引用

次數

(T0) 

被引用

次數

(T1) 

被引用

次數

(T2) 
宣告年份 宣告企業 

1 US4901307 44 79 113 2001 Qualcomm 

2 US5103459 40 84 112 2001 Qualcomm 

3 US5056109 33 57 55 2001 Qualcomm 

4 US5101501 40 48 50 2001 Qualcomm 

5 US5109390 27 35 40 2001 Qualcomm 

6 US5267261 19 35 37 2001 Qualcomm 

7 US2004082356 28 29 25 2007 Qualcomm 

8 US6574211 20 34 25 2005 Qualcomm 

9 US2013194931 7 12 57 2013 Interdigital 

10 US2007206531 10 29 25 2009 Nokia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揭露知識更要自我學習：標準必要專利的宣告與深化性學習 

~28~ 

在表 6 所有模型中，企業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CUR) 的顯著性開始下降，

引用延遲 (citation lag，CIL) 在所有模型中皆變成不顯著，而 SEPs 累積數目 

(cumulated number of SEPs，CNS) 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反而轉變成負向顯著

影響。不過，SEPs 學習 (learning of SEPs，LOS) 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依然還是維持正向影響的關係。這個結果和表 4 的排

他性專利宣告年的模型相同，也就是焦點企業的自我引用會因為 SEPs 在「宣告

之後」而有所增加。另外，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0、

SEPs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1與SEPs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2，皆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SEPs 宣告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

ETS) 對於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負向

影響；以及企業的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 與排他性專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 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皆有

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我們亦分別重新計算當年份（非累積）的 SEPs 被引用次

數來進行模型的敏感度測試，其整體模型結果並無改變（參照附錄的表 B）。 

另外，我們認為 SEPs 的被引用次數的累積程度可能會影響到本研究的假設

與模型。這是因為 SEPs 的被引用次數的累積程度越高代表該 SEPs 的技術性價

值越高，因此有可能會讓企業進行更多的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關於此，我們

計算每一個 SEPs 被企業進行自我引用之前累積的被其它企業所引用次數，並且

採用中位數 (4 次) 來分成被引用次數高低的兩組，藉此來進行本研究假設與模

型的穩定性測試 (robustness test)。在附錄的表 C 中，我們發現 Model C1、Model 

C2 與 Model C3（高度被引用群組）中的 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0、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1 與 SEPs 被

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2 皆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皆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另外，SEPs 宣告後時間 

(elapsed time after SEPs declaration，ETS)、研發費用 (R&D Expense，RDE) 與

排他性專利數目 (proprietary patent number，PPN) 亦對 SEPs 宣告後自我引用 

(self-citation of SEPs，SOS) 有著顯著性的正向影響。然而，在 Model C4、Model 

C5 與 Model C6（低度被引用群組）中，除了 SEPs 被引用次數 (SEP cited by other 

firms，SEC)T2 之外，本研究的假設幾乎皆不成立。這個結果顯示，本研究的三

個假設更適用於說明那些屬於 SEPs 被高度引用的焦點企業。基於此，本研究的

三個假設得以再度驗證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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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揭露知識更要自我學習：標準必要專利的宣告與深化性學習 

~30~ 

陸、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本研究主要補足了開放式創新中關於揭露悖論的探討不足之處。開放式創

新的研究認為企業揭露知識可以有效地創造價值 (West, 2003; Henkel, 2006; 

Dahlander & Gann, 2010; Baldwin & Henkel, 2012; Alexy et al., 2013; Henkel et al., 

2014)。這個價值主要來自於提高企業的聲譽與降低成本 (Lakhani & von Hippel, 

2003)、增加產品的網絡外部性 (Katz & Shapiro, 1986; Schilling, 2002)與相容性 

(Chiao et al., 2007; Kapoor & Lee, 2013)、防止競爭對手投資類似資產 (Clarkson 

& Toh, 2010; Pacheco ‐de‐Almeida & Zemsky, 2012)、影響產業規格的制定 

(Spencer, 2003)，以及促使協同作業 (Alexy et al., 2013) 與集體式創新 (collective 

inventions) (Allen, 1983)。不過，企業揭露的知識亦有可能被其它競爭對手將之

商業化或者權利化，而這也是揭露知識所造成的非預期性知識外溢而容易形成

技術分化 (Partha & David, 1994; West, 2003)，其結果就會降低企業從創新活動

中獲取價值的能力 (Vanhaverbeke, 2006)。因此，企業會因為揭露知識而產生更

多獲取價值的機會，但也會因為非預期性的知識外溢而降低獲取價值的能力，

而這就是開放式創新中的揭露悖論，其問題的主要癥結點出現在於企業在開放

式創新中如何進行知識管理 (Zahra & George, 2002; Lane et al., 2006;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 

過去選擇性揭露的研究觀點認為企業在揭露知識之後，可以對外部企業使

用企業所揭露知識之方式來加以進一步學習。如果按照開放式創新中組織學習

的定義來看 (Lichtenthaler & Lichtenthaler, 2009)，這樣的學習方式就是基於吸收

能力之下所進行的探索性學習。不過，這樣的學習方式可能會因為自身揭露的

智慧財產權被其它企業所學習，並且申請成為新的智慧財產權之後而限制了自

身在構築智慧財產權的機會。本研究的 SEPs 就是企業從排他性專利組合中挑選

並且宣告成為其它企業得以進行授權的專利，其代表著企業揭露實現技術規格

書的技術與知識。SEPs 本身所產生的知識外溢，讓其它企業得以學習 SEPs 的

技術知識而申請成為新的排他性專利。排他性專利不同於 SEPs 是基於無差別化

的 FRAND 授權原則，而是可以禁止競爭對手的產品進入市場的法律排他權。

因此，企業若是採用探索性學習的方式，就會面臨 SEPs 的知識外溢造成自身可

能無法比競爭對手更快地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而降低自身的價值獲取能力（例

如，產品無法順利進入目標市場）。我們並不否認探索性學習的重要性，但是探

索性學習可能無法解決揭露悖論中的知識外溢所降低自身在構築智慧財產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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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當然，知識外溢並非都是屬於負面效果，亦是一種所謂的生產外部性 

(Barro, 1990)。例如，經濟學研究將總體資本的知識外溢視作為是經濟成長的動

力 (Romer, 1986)，產業集群研究認為，知識外溢讓群聚一起的企業群比起孤立

的企業享有更高的效率性 (Marshall, 1920)。區域經濟發展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的研究領域則把知識外溢視作為是一種對於企業成長有著明顯助

益的知識外部性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Raspe & Van Oort, 2008)。在創新管理

的研究領域中亦有把知識外溢視作為外部性，並且強調企業需要具備吸收能力

才能有效地從外部獲取那些外溢的知識 (Alexy et al., 2013)。不過，創新管理大

師 David Teece 教授則是強調，當企業的知識外溢至其它競爭對手，那麼企業就

會失去從創新活動能夠掌握的獲利專屬性 (appropriability) (Teece, 1986, 2006, 

2018)。 

本研究聚焦探討企業進行深化性學習的主要原因。我們發現企業 SEPs 的價

值性與時效性皆會提高企業在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的時候，進行引用企業自身

SEPs 的程度。這樣的結果進一步解釋的話，就是揭露知識雖然等同於企業提高

技術的開放性，但是企業並非會讓揭露出來的知識自行發展成新的技術體系。

反而，企業會持續地針對揭露知識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來進一步學習，並且發展

成新的智慧財產權。換言之，在開放式創新之中，企業可以提高知識的開放性

來創造價值，但是更是需要對知識本身的發展來加以控制。特別是當知識本身

的價值性越高與時效性越短的情況下，企業更會透過深化性學習來構築智慧財

產權，藉此來控制揭露知識本身的發展能夠符合自身的利益。 

過去開放式創新的研究亦是強調企業需要選擇與調整知識的開放性程度

（例如，West, 2003），並且對開放的技術採取適當的控制（例如，Garud & 

Kumaraswamy, 1993）。因此，在獲取價值的層級上，開放與控制並非是互斥的

概念而是具有互補性的特徵，企業適當地進行開放與控制就能夠確保價值獲取

的能力。本研究正是符合過去研究所持有開放與控制的邏輯，而我們的分析結

果則是更進一步說明，企業在開放式創新中需要對外溢知識本身的價值性與時

效性來採取控制(例如，申請成為新的專利)。本研究的組織學習觀點讓企業思考

如何解決，在一個開放式創新之中的揭露悖論所發生的問題。然而，我們認為

過去開放式創新的研究強調智慧財產權對於企業間合作或者知識管理所造成的

影響，對於企業要如何管理智慧財產權本身所衍生的知識外溢並無深度討論。

基於上述，本研究對於開放式創新的揭露悖論之探討，有著兩個主要的理論貢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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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第一個理論貢獻是，本研究探討 3GPP 中的企業專利分析可以說

明開放式創新中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連結性。通常，在開放式創新中價值獲

取比起價值創造是一個更具有挑戰性的課題  (Chesbrough, 2003; Mortara & 

Minshall, 2011; West & Bogers, 2014; Wadhwa et al., 2017)。在本研究中，企業在

標準制定組織中的活動是一種屬於「創造價值」，但是在標準化活動之後就會與

其它企業競爭於「獲取價值」 (Simcoe, 2006; West & Gallagher, 2006; Bengtsson & 

Kock, 2014; Raza-Ullah et al., 2014)。舉例而言，von Burg (2001) 指出多數企業

在沒有參與乙太網路 (ethernet) 的標準化制定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享有標準化

帶給企業在開發新產品開發上的好處。也就是，少數企業藉由標準制定而創造

了產品互聯互通的價值，但是卻需要與多數搭便車 (free-rider) 的企業進行價值

獲取方面的競爭。儘管 SEPs 可以讓制定標準的企業向其它企業來收取權利金，

但是 SEPs 會成為其它企業學習與模仿的對象7而衍生出許多新的排他性專利。

這些新的排他性專利可能讓企業需要向其它企業取得授權才得以販售自身產

品，其結果就會降低獲取價值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意味著，企業

持續對自身具有價值性與時效性的 SEPs 來加以深化性學習，並且申請新的排他

性專利才能夠對其它企業享有較高的議價能力，也就是提高價值獲取的能力。

換言之，企業揭露知識可以創造價值，但是企業對揭露知識來持續學習才有可

能增加獲取價值的空間。 

本研究的第二個理論貢獻在於，我們基於組織學習的觀點，提出企業在揭

露知識之後如何管理知識外溢的框架。探討從事 3GPP 標準化活動的企業，在

宣告 SEPs 之後如何持續對 SEPs 來進行深化性學習，並且申請成為新的排他性

專利。原本，企業的 SEPs 屬於該企業的技術知識，企業本來就應該妥善活用。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當企業的 SEPs 具有高度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以及企業

具有越高的創新能力，其企業在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就更會引用自家的 SEPs。

這意味著焦點企業在進行選擇性揭露（亦即宣告 SEPs）的時候，會對揭露知識

本身的特質（價值性與時效性）來進行深化性學習（亦即對宣告後的 SEPs 來進

行自我引用），並且延伸強化自身的智慧財產權（亦即申請與獲取新的排他性專

利）。 

 

                                                       
7 SEPs 記載了技術規格書所需要的技術資訊，因此常常也會被其它企業作為技術開發的

重要參考依據 (Rysman & Simcoe, 2008; Bekkers et al., 2011; Layne-Farrar, 2011; Bekkers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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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課題 

本研究分析企業在 3GPP 標準制定組織中 SEPs 與排他性專利之間的引用關

係，並且藉由觀察 SEPs 宣告後的自我引用來探討企業在知識外溢中的深化性

學習。我們發現當企業的 SEPs 被引用次數越多，該企業就越會引用自家 SEPs

來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另外，當企業的 SEPs 的宣告後經過時間越長，該企業

就越不會引用自家 SEPs 來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還有，當企業的研究與開發的

能力越高，就越會引用自家 SEPs 來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本研究分析結果可以

提供企業在面臨開放式創新的揭露悖論之處理方式。簡言之，企業揭露出來知

識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以及企業的創新能力，皆會增加企業對揭露知識採取深化

性學習的程度。儘管本研究可以補足開放式創新研究中揭露悖論的討論，但是

依然有幾點研究限制有待今後研究加以補足。 

第一，本研究因為資料取得的限制，並無探討焦點企業如何學習外部企業

的知識，以致於無法客觀地比較企業在知識外溢中進行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

習的程度差異。今後研究可以加入探討企業對於外部企業的 SEPs，又是如何來

進行探索性學習。另外，企業理當會依據在產品生命週期或者產業生命週期的

不同階段，採用不同程度的深化性學習與探索性學習。舉例而言，在產品或者

產業生命週期的初期，企業的競爭焦點在於擴大發展市場佔有率，因此知識外

溢有助於讓其它企業接受與使用企業的技術知識。此時，企業應該持續對自身

揭露的技術知識來持續加以進行深化性學習，藉此持續建構智慧財產權來增加

價值獲取的能力。不過，在產品或者產業生命週期邁入到成長期甚至成熟期的

時候，各家企業開始會基於企業所揭露知識來進行產品創新，並且開始申請與

獲取新的排他性專利。此時，企業就應該對外部企業如何使用自身揭露的知識

來進行探索性學習。例如，表 5 顯示 Qualcomm 在 2001 年宣告的 SEPs 大量地

被其它企業所引用。表 6 則表示，相較於 Qualcomm 在 2005 年之前對自身 SEPs

的自我引用（深化性學習），Qualcomm 在 2005 年之後對於自身 SEPs 的自我引

用（深化性學習）反而變低。Ericsson、Interdigital 與 LG 等其它企業從 2005 年

之後也開始降低對自身 SEPs 的自我引用程度。像這樣，開放式創新的選擇性揭

露必須要加入產品或者產業生命週期的觀點，才能有效地解釋與說明企業在開

放式創新中的學習策略。今後研究可以再進一步對此加以探討。 

第二，開放源軟體、通訊系統、電動車與自動駕駛等產品技術皆會不斷地

發展，並且持續地影響企業的技術開發與新產品開發型態。這些複雜產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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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互聯互通與相容性，企業之間可以組成聯盟 (consortium) 來制定產業的技

術標準。此時，企業間的 SEPs 等智慧財產權的管理就會成為開放式創新中選擇

性揭露的最佳觀察事例。企業在標準制定組織中如何基於組織學習的觀點來進

行 SEPs 等智慧財產權的管理，今後可以透過質性研究來進一步闡明企業如何實

際地來進行組織學習。本研究驗證了 SEPs 的「價值性」與「時效性」以及企業

的「創新能力」，皆會讓企業加強學習 SEPs 的技術知識。至於企業如何更有策

略性地來提高這樣的組織學習之能力，則是有待於今後研究來加以進一步討論。

例如，企業如何在知識外溢的過程中加強對知識價值的「辨識能力」、企業如何

在標準制定組織中快速地搜集各家企業技術發展情報的「情蒐能力」，以及企業

如何能夠強化活用與整合內外部知識的「重組能力」，皆是今後我們可以進一步

釐清之處。還有，這樣的組織學習對於企業於產品市場中的表現又會造成怎樣

的影響，亦是需要加以補足與分析。 

第三，企業需要長期地參與標準化活動並且制定技術規格書與宣告 SEPs，

藉此才能持續不斷地提高對於產品技術發展的控制與影響能力。因此，今後研

究也可以探討企業如何培育技術員工與法務員工來參加標準制定組織，以及這

些技術員工與法務員工如何扮演連結焦點企業與標準制定組織之間的知識移轉

與學習的角色。一句流傳在科技業的格言：「一流企業定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

三流企業做產品」。今後，台灣企業需要制定技術標準與宣告 SEPs 來提升企業

競爭優勢，而這將會成為技術發展策略上的重要課題。台灣企業需要藉由參與

不同標準制定組織來提高在特定標準制定組織中的發言權。並且，台灣企業需

要與其它企業進行協作來達成共識，才能順利地進行技術規格書的制定與宣告

SEPs。這些都是意味著台灣企業需要在不同標準制定組織中建立起政治性權力 

(political power) (Leiponen, 2008)。今後研究亦可以進一步探討台灣企業如何在

開放式創新中提升組織間的共識與自身的政治性權力，藉此來增加價值創造與

價值獲取的能力。 

最後，選擇性揭露的現象普遍存在於開放源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 

(Almirall & Casadesus-Masanell, 2010) 與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 (Afuah & 

Tucci, 2012) 等創新社群領域。選擇性揭露亦是企業與國家政府讓技術得以快速

普及的方式。舉例而言，豐田汽車於 2015 年宣布釋出 5,680 件項氫燃料電池相

關專利，並且在 2020 年為止無償授權專利予外界使用，藉此來擴大氫燃料電池

電動車的發展8。還有，歐美政府提出是否讓疫苗企業放棄 Covid-19 疫苗的專

                                                       
8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Industry_Economy/publish-3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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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藉此來促使疫苗的普及好讓疫情得以趨緩9。近年來，台灣企業亦開始從開

放式創新的觀點來建構新型態的商業模式，並且強調唯有藉由跨企業的合作才

能創造新的產品市場。舉例而言，台灣鴻海科技集團於 2020 年 10 月創立電動

汽車開放平台 MIH (Mobility In Harmony)，截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參與 MIH 平

台聯盟的廠商達到 1977 間10。MIH 平台聯盟提供參考設計與標準，藉此來降低

電動汽車產業的進入障礙，並且加速創新與縮短電動汽車的開發時間。MIH 平

台聯盟與 3GPP 有著類似之處，亦是採用會員制讓企業參加不同的工作小組來

制定技術規格書。除此之外，參與 MIH 平台聯盟的企業亦是需要基於 FRAND

的授權原則來宣告與技術規格書相關的 SEPs。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將可以作為企

業在宣告 SEPs 之後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之參考依據。換言之，電動汽車的相關

企業在申請新的排他性專利之時，當自身 SEPs 的價值性與時效性越高，就更應

該對 SEPs 的技術知識來加以深化性學習。另外，當電動汽車的相關企業的研究

開發等創新能力愈高，對於 SEPs 的技術知識也應該進行深化性學習。藉此，台

灣企業才能不斷地在創造價值的同時，持續建構排他性專利組合來強化價值獲

取的空間。 

 

 

 

 

 

 

 

  
                                                       
9  近來 Covid-19 疫苗能否快速普及亦是屬於放棄專利等智慧財產權的討論議題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242-1)。 
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IH 電動車開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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